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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盂鼎为周成王器考论*

刘义峰

摘 要：大盂鼎实际是周成王时的铜器。吴式芬将小盂鼎禘祭铭文倒数第二字误摹为“成”，郭沫若据之将

大、小盂鼎断在康王时，此后成为通行观点。吴式芬误摹的“成”字实际应是“武”，禘祭终于武王，所以大、小盂

鼎应断为成王器。大盂鼎是成王器还可以进一步通过其形制纹饰、主要人物、内容联系以及周成王的王年得到

证实，其形制纹饰属于成王时，其主要人物盂和荣是成王的重臣，其节制饮酒的政策与周初文献《酒诰》接近，其

纪年以纳入成王世为合理。大盂鼎及小盂鼎的正确断代再现了周成王后期抗击北方戎族并取得重大胜利这一

恢弘的历史画卷，对于今后的历史与传统文化教育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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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盂鼎与毛公鼎、虢季子白盘、散氏盘并称

晚清四大国宝。大盂鼎形制厚重雄伟，铸有 291
字的长篇铭文。陈梦家指出，此器铭文长度虽

不及毛公鼎，但内容更重要且形制宏伟。重量

虽不及后母戊鼎及大克鼎，但制作更精良，无论

铭文还是体量都超过虢季子白盘。小盂鼎和曶

鼎尽管也有重要的长篇铭文，但可惜器已不存，

不能见其形制。所以，他称赞大盂鼎云：“所见

铜器中的重器，此鼎应为第一瑰宝。”［1］101

大盂鼎与小盂鼎的作器者均为盂，二者年

代相接，属同一王世。二器均铸有长篇铭文，

涉及西周的南宫家族、周初节制饮酒的政策、

西周早期与北方戎族的战争等，是研究西周早

期历史的珍贵文献。要充分发挥其价值，首要

任务无疑是对大盂鼎进行正确的断代，大盂鼎

的断代与小盂鼎的断代是同步的。

学术界关于大盂鼎的年代主要有成王、康

王和穆王三说。成王说最早提出，以徐同柏、

吴大澂、方濬益、王国维为代表。徐同柏认为

大盂鼎中的王是成王，铭文中关于慎酒的政策

体现了当时殷商的酗酒之风尚未完全殄灭①。

吴大澂通过对文义的分析，认为大盂鼎应是成

王二十三年所作②。方濬益赞同徐同柏的观

点，认为文中有关慎酒的内容与《酒诰》语意相

同，且字体犹存科斗遗意，为周初之书体③，从

文字的角度对大盂鼎的年代做了补充证明。

王国维《鬼方昆夷玁狁考》一文论及大盂鼎的

年代，认为大盂鼎所纪王遣盂就国之事在成王

二十三祀，铭文用殷人酗酒事对盂进行告诫，

与《酒诰》辞意略同④。以上力主大盂鼎为成王

器的观点，主要依据对文意的揣度，特别是将

铭文中周人慎酒的内容与《尚书·酒诰》相联

系，确定其为成王器。但限于历史条件，他们

没能提出更多有力证据加以证明。

康王说由郭沫若率先提出，得到陈梦家、

唐兰、李学勤、马承源等众多学者的支持。郭

沫若将大盂鼎定为康王器，认为既然小盂鼎的

禘祭终于成王，小盂鼎自可定为康王器，那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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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盂鼎相应也是康王器了。此外，他还认为，

铭文提及殷商灭亡时用“闻”字，应是指康王听

闻，因为殷商灭亡为成王所目睹⑤。郭沫若通

过对文意的解读进一步论证大盂鼎的年代为

康王时期。陈梦家支持郭沫若的观点，他从五

个方面进行补充：第一，大盂鼎字体与邢侯簋、

麦方鼎、庚嬴鼎接近，去成王时作册夨令簋亦

不远；第二，所赐“冂、衣、巿、舄、车、马”的赏赐

物同于麦尊，不同于成王及昭穆以后的赏赐；

第三，形制近于成王时的一些鼎，其腹部渐形

倾垂；第四，项下分化了的兽面纹与足上的兽

面纹接近康王时期的大保方鼎；第五，“文”

“武”二字都加“王”字偏旁，中方鼎和乖伯簋的

武王之“武”亦如此作，而宜侯夨簋（成王时）和

作册大鼎（康初）则作“武”。作册 卣和高卣

盖均为成王器，“才”表时而“在”表地，大盂鼎

则“才”表地而“在”另有用法⑥。郭沫若与陈梦

家将大盂鼎断为康王器，言之凿凿，学界多信

而从之。但他们提出的这些证据却经不起推

敲。众所周知，小盂鼎铭文难读，原因在于原

器已失，残余的拓本又漫漶不清。小盂鼎的禘

祭是否终于成王，仍需严格审核拓本。郭沫若

对“闻”等字词的理解带有极强的主观性，不符

合文意及当时的史实。陈梦家指出的在字体、

赐物、形制、纹饰方面与大盂鼎近似的器物，实

际上多是成王器，不仅不能证明大盂鼎是康王

器，反而证明了大盂鼎更可能是成王器。至于

加“王”字旁的“文”“武”二字，则出现很早。利

簋载武王伐纣事，“武”字从“王”，何尊载成王

五年事，“文”“武”二字均从“王”，德方鼎为成

王器，“武”字从“王”。陈梦家以宜侯夨簋为成

王器并不准确，该器作于康王初年，“武”字亦

从“王”。所以，加“王”的“文”“武”二字多见于

成王时，而非康王中期以后。至于“才”“在”的

用法，成王时的铜器并无固定规律可循。如小

臣单觯、鲁侯尊、旅鼎（《铭图》⑦2353）均为成王

器，前二器的“才”均接地点，同于大盂鼎“才”

的用法。事实上，成王铜器在地点前用“才”更

多见。旅鼎的两个“才”，前一个接时间，后一

个接地点，并无差别。大盂鼎的“在”字用法较

为特殊，不具有断代上的区别意义。

穆王说最早见于丁骕的《西周金器年谱》，

他认为小盂鼎的“廿五祀”或为“卅五祀”，根据

年历推算将大盂鼎和小盂鼎置于穆王时期⑧。

张政烺批注《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及傅学

苓认为小盂鼎是穆王器的看法，并援引了《国

语》《竹书纪年》关于穆王征犬戎的记载予以证

明⑨。李山、李辉也支持穆王说，他们主要针对

康王说列举了诸多疑点⑩。丁骕仅依据年历对

小盂鼎进行断代无疑具有很大的争议性和不

确定性，张政烺所述西周与戎族的战争又绝非

穆王所独有，李山等对康王说的质疑主要从一

些边缘角度入手，所参照的又多是一些对西周

铜器不正确的断代结论，不能从大盂鼎断代的

根本或核心角度展开论证，因而得出的断代结

论也是不可信的。所以，穆王说在学界并未有

实际影响。这里，再附带谈一下张闻玉将小盂

鼎断在昭王三十五年的观点􀃊􀁉􀁓。尽管张闻玉并

未提大盂鼎的年代，但鉴于大盂鼎与小盂鼎作

于同一王世，此观点仍要提一下。根据《古本

竹书纪年》，昭王在位十九年［2］43-44。而小盂鼎

所载为王二十五年，显然无法纳入昭王世。

自郭沫若将大盂鼎的年代定在康王时期并

获得陈梦家的支持后，这一断代意见就取代成

王说获得了学界和社会的普遍认可。近年来，

陈久金对西周诸王王年的修正意见，虽未涉及

对大盂鼎的断代，但却将小盂鼎置于成王历谱，

他主要依据成康积年为四十七年，以及成王在

位时间应大于二十八年的判断􀃊􀁉􀁔。由于陈久金

并未论及郭沫若关于小盂鼎断代的主要标准，

因而也就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小盂鼎的断代问

题，所以他的观点并未得到学界的认同。现今

国家博物馆将大盂鼎的年代标注为周康王时

期，《中国青铜器全集》􀃊􀁉􀁕、《商周青铜器铭文暨图

像集成》􀃊􀁉􀁖、《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研究丛

书·青铜器卷·西周》􀃊􀁉􀁗、《陕西金文集成》􀃊􀁉􀁘等著录

书均将大盂鼎的年代断在康王时期。大盂鼎为

康王器似乎已经成为定论。但是，我们通过对

小盂鼎主要断代标准的审核、对大盂鼎形制纹

饰的断代、对大盂鼎铭文主要人物与内容的分

析，以及对成王在位时间的推定，发现大盂鼎所

载周王对盂的册命是在周成王二十三年，大盂

鼎应为周成王时所作的铜器。为便于下文进一

步论证，兹将大盂鼎铭文释读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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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 九 月 ，王 在 宗 周 ，命 盂 。 王 若 曰 ：

“盂！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

作邦，辟厥匿，匍有四方，畯正厥民，在于御

事，徂酒无敢嗜，有祡烝祀无敢扰，故天翼

临慈，法保先王，匍有四方，我闻殷坠命，唯

殷边侯、甸雩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

已，汝昧辰有大服，余唯即朕小敩汝，勿蔽

余乃辟一人，今我唯即型禀于文王正德，若

文王令二三正，今余唯命汝盂召荣，敬雍德

经，敏朝夕入谏，享奔走，畏天威，王曰：

“尔，命汝盂型乃嗣祖南公。”王曰：“盂，乃

召夹死司戎，敏谏罚讼，夙夕召我一人烝四

方，雩我其遹省先王受民受疆土，锡汝鬯一

卣，冂、衣、巿、舄、车、马，锡乃祖南公旂，用

狩，锡汝邦司四伯，人鬲自驭至于庶人六百

又五十又九夫，赐夷司王臣十又三伯，人鬲

千又五十夫，亟我迁自厥土。”王曰：“盂，若

敬乃正，勿废朕命。”盂用对王休，用作祖南

公宝鼎，唯王廿又三祀。（《铭图》2514）

一、小盂鼎禘祭终于武王

郭沫若将大盂鼎断为康王器，主要依据是

将小盂鼎的那条禘祭铭文释读为“用牲啻（禘）

周王、□王、成王”􀃊􀁉􀁙。禘祭既然终于成王，显然

是康王时所作器。小盂鼎与大盂鼎同出于岐

山县礼村，大盂鼎所载为周王二十三年对盂册

命之事，小盂鼎所载为周王二十五年盂征伐归

来献俘庆赏之事。小盂鼎现已不存，其铭文为

重锈所掩，拓本漫漶不清。陈梦家起初认为传

世的仅有陈介祺的粗纸拓本一纸，吴式芬的

《捃古录金文》据之摹录，罗振玉有该拓本的影

印本，将其编入《三代吉金文存》。后来陈梦家

又听王献唐讲日照曾有此鼎拓本两份，才知道

小盂鼎的传世拓本绝非仅有陈介祺的一份􀃊􀁉􀁚。

目前所见的小盂鼎拓本主要来源至少有两

个，一是源于陈介祺的拓本。据陈梦家说，罗

振玉的《三代吉金文存》收的就是陈介祺拓本

的影印本。另郭沫若在 1932年出版的《两周金

文辞大系》一书附有影印的小盂鼎拓本一张，

该拓本后被收入 1935年出版的《两周金文辞大

系图录》。郭沫若的这份拓本与罗振玉的拓本

极为近似，二者墨色较为厚重，应来源于同一

份拓本，从质量和清晰度上看，郭沫若的影印

拓本明显更优一些。二是源自孙伯恒的拓

本。1957 年，科学出版社出版《两周金文辞大

系图录考释》，将郭沫若 1935年出版的《两周金

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增订

合印，并抽换、增加了大量清晰的拓本。小盂

鼎拓本替换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的拓本，该拓本墨色浅淡，清晰度较高。拓本

左侧空白处下方钤有三枚印章，自下而上依次

为“孙伯恒藏金石墨本”“契斋所得墨本”“于省

吾印”。该拓本应为考古所收自于省吾的旧藏

之一􀃊􀁉􀁛。1985年《殷周金文集成》初版第五册所

收的小盂鼎拓本墨色亦浅淡，拓本主体的左下

角钤有一枚印章“孙壮”，即孙伯恒。根据拓本

钤印数量和位置的不同，1957年版《大系》所收

小盂鼎拓本与《殷周金文集成》初版所收拓本

似乎并不是同一张。但两张非常近似，且都有

孙伯恒的印章，说明两者均是源自孙伯恒。由

于《殷周金文集成》影响广泛，多数著录书影印

的小盂鼎拓本都源自《殷周金文集成》。

上述两种目前可见的拓本中，以 1957年版

《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著录的那张小盂

鼎拓本最为清晰。将其与郭沫若用于断代的

那条禘祭铭文的释文相比对，存在较大的出

入。该条释文应释读为“用牲啻（禘）周王、文

王、武王”。“周”字后面第一字尽管并不十分清

晰，但结合 1932年版《两周金文辞大系》所附的

小盂鼎拓本，以释“王”为最优。相比而言，后

面出现的两个“王”则更为清晰，即该条禘祭铭

文自下而上第一字和第三字。金文“王”底画

呈弧形，弧笔丰厚，似向下的斧钺锋刃，凭此可

以明确辨出这两个“王”字。自下而上第二字

应释为“武”，与作册大方鼎的“武”字以及德方

鼎的“成”字对比如图 1。

大盂鼎为周成王器考论

大盂鼎 作册大方鼎 德方鼎

图 1 “成”“武”对比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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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从“止”从“戈”，其中“ （止）”尤为清

晰，参照作册大方鼎“武”字的“ （止）”，其向

上伸出的两趾，及左侧伸出的一趾非常清晰，

右侧“戈”的轮廓，特别是戈柲的下半部分可辨

识，具备了这两个关键部件，释“武”应无疑

问。陈梦家在《西周铜器断代》正文中引用该

条铭文的释文为“用牲啻周王、武王、成王”，但

在该文中插入的用稿纸手写的释文却是“用牲

啻周王、成王、武王”，最后两字正释为“武

王”。诚如陈梦家所说：“武王两个字清晰可

辨。”［1］105-111但手稿本“武王”前面却作“成王”，

依照祭祀的顺序和金文的惯例，武王前面都应

该是文王，相当于“文”的那个位置模糊难识，

绝不可能是“成”字。陈梦家的手稿本将该条

释文最后两字释为“武王”，这与我们在清晰拓

本上看到的实际情况是一致的。

那么，郭沫若将这条释文释读为“用牲啻

（禘）周王、□王、成王”，有什么依据呢？其实

郭沫若刚开始对小盂鼎作释文时，见到的只是

吴式芬《捃古录金文》制作的摹本，得到拓本的

影印本是后来的事了。关于这番经过，他在

1932年初版《两周金文辞大系》第 35页眉批云：

此铭初据捃古刊本录出，继得原拓景

印本，细校，知互有显晦。有景本有而为刊

本所无或伪误者，用细字录于初释之旁，所

留空白过多者则于□中×之。读者请细就

二本以作比较。［3］35

所谓“景印本”“景本”，即“影印本”“影本”。吴

式芬《捃古录金文》据拓本制作的摹本，在郭沫

若用于断代的这句铭文部分，将“周”后面一字

摹得似“王”字上半部分，而末一个“王”字前一

字摹为“成”字，“用”字未摹出，所以该条铭文

的释文为“牲啻□王□王成王”［4］。郭沫若在

吴式芬摹本的基础上，释出了“周”字。后来，

郭沫若又得到了原拓的影印本，进而在初释的

基础上释出了“用”字，余则未变，将这句铭文

释为“用牲啻周王□王成王”［3］35。“周”后释

“王”与“成”字的释读均从吴式芬摹释。吴式

芬摹本依据陈介祺的拓本，而郭沫若又称得到

了摹本原拓的影印本，所以，吴式芬看到的拓本

与郭沫若得到的影印拓本应是同一来源。这个

拓本有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墨色厚重。从本应

释“武”的那个字来看，“止”的纤细笔画已不能

分辨，这个字反被误摹误释为“成”字。

据上，郭沫若用于给小盂鼎断代的这条铭

文应正确释读为“用牲啻（禘）周王、文王、武

王”。禘，在西周金文中主要是祭祀先祖和父

考的活动。《诗经》中的周王指文王。《尚书》中

的周王有的指武王，有的指成王，还有的兼指

文王和武王，如《尚书·多方》“惟我周王灵承于

旅，克堪用德，惟典神天”［5］673，这里的周王应包

含文王和武王。可见周王并非某位周王的固

定称谓，而是一种泛称，具体所指要结合文献

确定。小盂鼎这条禘祭铭文的“周王”似指古

公亶父和公季二人，《史记·周本纪》云：“西伯

盖即位五十年……追尊古公为太王，公季为王

季，盖王瑞自太王兴。”［6］119古公亶父和公季是

周人定都周原最早的两位君主，且王号为文王

追尊，这或是本铭将二人合称周王的原因。当

然，还有一种可能，此处周王单指季历，《竹书

纪年·殷纪》云：“武乙即位，居殷。三十四年，

周王季历来朝。”［2］33因此季历亦可称周王。禘

祭除了周王，后面依次为文王、武王。既然禘

祭终于武王，显然这是成王时的事。这与大盂

鼎册命铭文一开始追溯先王的功绩，始于文王

而终于武王是完全一致的。根据这条最重要

的断代证据，小盂鼎显然应为成王器，而属于

同一王世的大盂鼎亦应是成王器。

二、形制和纹饰属于成王时期

大盂鼎敛口垂腹，窄沿方唇，口沿上一对

立耳，圜底，三足下部为柱状，上部加粗。足饰

兽面纹，颈部饰兽面纹带，均以云雷纹衬底。

与大盂鼎形制和纹饰相近的青铜鼎有德鼎、

鼎、作册豊鼎、子龙鼎等。这类青铜器形制

上的共同特点是：敛口、颈部有六道短扉棱、下

腹向外倾垂、柱足上部加粗、三足上部各有一

道扉棱。在纹饰上的共同特点是：口沿下有兽

面纹带、足上部饰兽面纹、均以云雷纹衬底、足

中部饰有三道或四道弦纹。特别是 鼎，与大

盂鼎的形制完全相同，主要纹饰也非常接近。

上述几件青铜鼎的形制几乎一致，主要纹饰为

兽面纹且分布位置相同，这些都表明它们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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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于同一王世。德鼎、 鼎和作册豊鼎则可以

提供明确的年代信息。

德鼎铭云：“王赐德贝廿朋，用作宝尊彝。”

（《铭图》1928）此鼎的作器者为德，另有一件由

其制作的德方鼎，铭文云：

唯三月，王在成周。延武福自郊，咸。

王赐德贝廿朋，用作宝尊彝。（《铭图》2266）
这段铭文意为：三月，王在成周，延续了在郊外

向周武王祈福的祭祀，完毕。王赏赐德二十朋

贝，德用来制作了这件青铜鼎。从铭文中对武

王的祭祀来看，这是周成王时的事。德方鼎四

壁饰曲折角的兽面纹，兽面两侧辅以倒立的夔

纹，柱足上饰有牛角兽面，四隅和中线皆出扉

棱，显示了成王时代的浓郁特征。根据德方鼎

的时代，同作器者的德鼎亦应为成王器。

鼎铭云：

唯八月初吉，王姜赐 田三于待 ，师

楷 贶，用对王休，子子孙其永宝。（《铭图》

2321）
作器者为 ，又名史 ，亦见于 鼎，铭文云：

“唯王伐东夷。”（《铭图》2365）伐东夷在成王早

期。《史记·周本纪》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

东伐淮夷，残奄，迁其君薄姑。”［6］133所以， 为

成王时人。王姜又见于叔簋，其铭云：“唯王求

于宗周，王姜使叔使于太保。”（《铭图》5114）
“王求于宗周”与献侯鼎“唯成王大求在宗周”

（《铭图》2181）应为同时事，则此王是成王，太

保即召公奭，王姜为武王后􀃊􀁊􀁒。《左传·昭公元

年》：“当武王、邑姜方震大叔，梦帝谓己：‘余命

而子曰虞，将与之唐，属诸参，而蕃育其子

孙。’”［7］1218 此邑姜即是王姜。武王早逝，王姜

与召公等人自可活跃于成王之世。结合王姜

和 的时代， 鼎无疑应是成王器。

作册豊鼎原器现已不存，器形与铭文仅存

摹本，其铭云：

癸亥，王过于作册般新宗，王赏作册豊

贝，太子赐东大贝，用作父己宝 。（《铭图》

2314）
这段铭文说，王经过作册般的宗庙，王和太子

都对作册豊进行了赏赐，作册豊用来制作了祭

祀父己的铜器。根据文意，此时的作册般已经

死去，除了作册豊鼎，作册般还见于作册般甗、

作册般鼋，只不过在后两器中，作册般还是生

人。过去把作册般甗、作册般鼋以及作册豊鼎

都断在商代晚期，实际上是不准确的。作册般

甗记载了商王征伐夷方之事，与作册般鼋均可

断在商王帝辛时。而作册豊鼎中的作册般已

经去世，显然已经是在周成王时，所以作册豊

鼎应定为成王器。

大盂鼎与德鼎、作册豊鼎，特别是与 鼎

在形制和纹饰上的高度相似，表明它们应该制

作于同一王世。鉴于后三者都是成王器，所以

大盂鼎亦应断为成王器，这与上文通过小盂鼎

禘祭铭文得出来的结论是一致的。此外还有

子龙鼎，过去多将其年代定在商代晚期或商末

周初，如李学勤认为，子龙鼎是商代青铜圆鼎

中最大的􀃊􀁊􀁓。吴镇烽认为，子龙鼎的时代应在

商代晚期后段近于商末􀃊􀁊􀁔。王冠英认为，子龙

鼎应该是商末帝乙、帝辛或周初武王、成王时

期的器物􀃊􀁊􀁕。陈佩芬则将子龙鼎的时代定在西

周早期􀃊􀁊􀁖。鉴于形制相同、纹饰近似的前四器

均为成王器，子龙鼎的年代应以定在周成王前

期为宜。

三、主要人物活跃于成王时期

作器者是盂的青铜器除大盂鼎和小盂鼎

外，尚有盂爵和盂卣。其中盂爵的盂和大盂鼎

的盂应为同一人。盂爵铭云：

唯王初求于成周，王令盂宁登伯，宾

贝，用作父宝尊彝。（《铭图》8585）
铭文言“初”乃首次举行之意。司鼎铭云：“王

初垣于成周。”（《铭图》2225）何尊铭云：“唯王

初迁宅于成周。”（《铭图》11819）司鼎和何尊均

为成王时期的标准器。“宁登伯”犹如作册睘

卣“安夷伯”（《铭图》13320），作册睘卣亦为成

王器􀃊􀁊􀁗。“初求于成周”显然是成周建成后不久，

周成王第一次在成周举行大规模的祈求之祭

的时候。所以，盂爵应为周成王前期的器物。

盂的政治活动主要集中在周成王时期，盂爵

“宁登伯”发生在成王前期，大盂鼎所载册命及

小盂鼎的伐鬼方之役则发生在成王后期。

根据大盂鼎铭文，盂为南公之孙。南公又

见于曾公 编钟􀃊􀁊􀁘，铭文中的“高祖”“伯括”“皇

大盂鼎为周成王器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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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南公”均指同一人，即南宫适。南公先后辅

佐周文王和周武王。根据《尚书·无逸》，文王在

位五十年。《尚书·武成》称文王受命九年而崩

逝，武王于次年即位，在十三年伐商，则灭商前

在位四年。清华简《金縢》称武王于克商后三年

病逝，那克商后在位三年，前后相加，武王在位

约为七年。文王和武王在位时间共五十七年，

南公辅佐二王，经历两朝，其寿必长。曾公 编

钟未提及南公辅佐成王，因此，南公受封为曾国

始祖应在周初武王在位的三年内。南公在康宫

受封之时，周武王以待客之礼接待南公，命令作

册之长尹氏亲自宣读册命，凸显了周武王对南

公的敬重，说明南公是德高望重的一代老臣，无

论在年龄还是资历方面都要高于武王。所以，

南公受封之时至少已经六十岁。按当时惯例，

像南公这种功勋之臣一般并不就封，而是遣其

长子前往封国。盂为南公之孙，后来深受周王

的倚重。西周实行立嫡不立庶、立长不立幼的

惯例，盂必为诸孙之年长者。那么盂在周初约

为二十岁，到“宁登伯”时二十几岁，到成王二十

三年接受册命时四十几岁，都是合乎逻辑与情

理的。如果将大盂鼎视为康王器，则盂作为南

公年长的孙辈，在成王时才出生，这是无法得到

合理解释的。南公在武王时去世已是高龄，其

子辈至少已三四十岁，年长的孙辈都应在二十

岁左右了。所以，从年龄的角度看，盂为文王后

期生人，主要政治活动在成王时期才是合乎逻

辑的。

盂卣铭文有日名和族徽，这与大盂鼎、小

盂鼎和盂爵明显不同，但盂卣的盂同后三器中

的盂仍有可能是同一人。盂和曾国国君同为

南公之后，叶家山曾国早期墓地就出土了带有

日名和族徽的青铜器，尤其是 M111 出土的曾

侯鼎就使用了“父乙”􀃊􀁊􀁙的日名。盂卣通体光

素 ，形 制 与 作 册 睘 卣 、作 册 卣（《铭 图》

13308）、召卣（《铭图》13325）近似，后二器均为

成王器，所以盂卣之盂仍是成王时代的人。

除了盂，大盂鼎铭文中的另一个重要人物

是荣。荣又见于邢侯簋，其铭云：

唯三月，王命荣眔内史曰：“ （除）邢

侯服，赐臣三品：州人、重人、墉人。”拜稽

首，鲁天子 厥频福，克奔走上下，帝无终

命于有周，追孝，对不敢惰，卲朕福盟，朕臣

天子，用典王命，作周公彝。（《铭图》5274）
，从艹，害声。金文“害屖”，又作“㝬屖”，读

为“舒遟”。“㝬”原为“害”声，又加“夫”为声

符。于省吾指出，“害”本从“余”声。如古文

“簠”字以害、夫、五、古四字互为音符，则“害”

字本从“余”声，可得到有力的佐证􀃊􀁊􀁚。“害”既然

从“余”声，则“ ”可读为“除”。除，可指拜官、

授职。《汉书·景帝纪》：“列侯薨及诸侯太傅初

除之官，大行奏谥、诔、策。”颜师古注引如淳

曰：“凡言除者，除故官就新官也。”［8］145 服，金

文表示职事、职务。 （除）邢侯服，意为任命

邢侯的职务。从铭文末的“作周公彝”来看，是

为周公旦作器，则邢侯簋所载为第一代邢侯始

封之事。麦尊铭云：“王令辟邢侯出 侯于邢，

雩若二月侯见于宗周。”（《铭图》11820）麦尊所

载邢侯受封之事与邢侯簋所载邢侯任职之事

应为同一事。但麦尊主要记邢侯受封后回见

周王的经过，从时间上来讲要晚于邢侯簋所载

之事。但二器制作的时间应相去不远。《左传·
僖公二十四年》云：“凡、蒋、邢、茅、胙、祭，周公

之胤也。”［7］423《汉书·王莽传》：“成王广封周公

庶子六人，皆有茅土。”［8］4090可见邢侯簋与麦尊

之“王”应为周成王。陈梦家认为此器的形制、

花纹、字体都不能晚于成王末􀃊􀁊􀁛。因此，邢侯簋

应为标准的成王器。荣应为成王时期的重臣，

这通过文献也可以证实。《尚书·贿肃慎之命》

序云：“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

《贿肃慎之命》。”孔安国传：“荣，国名。同姓诸

侯，为卿大夫。”［5］710此荣伯为周成王时的大臣，

即邢侯簋、大盂鼎和小盂鼎中的荣。

四、铭文主要内容的分析

从铭文内容看，大盂鼎为典型的成王器。

铭文所述先王，始于文王而终于武王。大盂鼎

铭文先是说文王“受天有大命”，紧接着说武王

继承文王，“辟厥匿”，从而“匍有四方”“畯正厥

民”。下文又说：“故天翼临慈，法保先王，匍有

四方。”郭沫若认为此句中的先王是指周成王，

并说：“如依旧说为指文武，则辞语犯复，且不

得言故。细心读之，自能知其然。”［9］86 郭沫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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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观点虽以“细心读之”为辞，但却并未正确读

出这段铭文的前后逻辑关系。这段铭文先是

总述文王和武王功绩，而后讲上天因此而佑

助、保护先王，使其拥有了四方之地。前后的

因果关系非常连贯，所以用“故”，这个“先王”

显然是总括前面的文王和武王。且前面文王、

武王“匍有四方”，后面先王亦是“匍有四方”，

先王的功绩与前面的文王、武王一致。西周金

文的“匍有四方”一般指文王和武王的功绩，也

有单指文王的，但绝没有指成王的。

大盂鼎铭文关于周人节制饮酒和殷人酗酒

的内容与《尚书·酒诰》的内容相互印证。铭文

“丕显文王受天有大命，在武王嗣文王作邦……

在于御事，徂酒无敢嗜，有祡烝祀无敢扰”，指的

是西周文王、武王时期节制饮酒的措施。《尚书·
酒诰》有相近的记载：

文王诰教小子、有正、有事：无彝酒。

越庶国：饮惟祀，德将无罪……王曰：“封，

我西土棐徂邦君、御事、小子，尚克用文王

教，不腆于酒。”［5］551-554

关于殷人酗酒亡国，铭文云：“我闻殷坠命，

唯殷边侯、甸与殷正百辟，率肆于酒，故丧师

已。”郭沫若认为：“又如言‘我闻殷坠命’之一闻

字亦可注意，殷之亡为成王所目睹，康王则当得

自传闻矣。”［9］86实际上无论成王还是康王都无

法目睹晚殷众臣纵酒狂欢的场面。甚至连周武

王也是得自传闻。《尚书·酒诰》云：

王曰……我闻亦惟曰：在今后嗣王酣

身……惟荒腆于酒……庶群自酒，腥闻在

上。故天降丧于殷。［5］555-558

《尚书·酒诰》中的“王”，《书序》以为成王，其文

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余民封康叔，作

《康诰》《酒诰》《梓材》。”［5］529但审其文辞，应为

武王所作，《康诰》与《酒诰》作于同时，文中周

王直呼康叔“孟侯，朕其弟”［5］532，孟侯即康叔，

能称其为弟的只能是武王，根据周初金文及

《尚书》，周公并未称王。这说明即使是武王，

对于晚殷众臣酗酒的场面，也只能是闻知。至

于成王，那更是闻知了。武王或成王不太可能

在纣王统治区见其臣下，更遑论商纣诸臣当着

武王或成王的面醉酒狂欢了。因此，根据大盂

鼎铭文“我闻殷坠命”的“闻”字不能断定其为

康王时器。《尚书·酒诰》作于周武王时，文中关

于周初节制饮酒与殷人酗酒的内容与大盂鼎

铭文有关内容相合，而大盂鼎铭文中已经追溯

到文王和武王，从内容的年代毗邻关系来看，

显然应将大盂鼎的年代定为成王时期。

五、周成王王年的推定

既然大盂鼎和小盂鼎都是成王时期的，那

么其纪年一个是二十三年，一个是二十五年，

能否纳入周成王的王年呢？答案是肯定的。

《今本竹书纪年》以成王在位时间为三十七年，

内含周公摄政七年［2］237-242。《汉书·律历志》引

《世经》与之相同［8］1016-1017。这种看法是东汉以

来流行的看法。夏商周断代工程以成王在位

时间为二十二年􀃊􀁋􀁒，这与将大盂鼎、小盂鼎的年

代断在康王时期是密切相关的。2007年，由朱

凤瀚最早著文披露的觉公簋􀃊􀁋􀁓，学界多倾向将

其年代断在成王时期。彭裕商认为，以觉公簋

的器形、纹饰和铭文措辞、格式而论，其年代定

在成康之际要比定在康昭之际更为合理􀃊􀁋􀁔。李

伯谦结合对文献及考古资料的分析，认为将觉

公簋的纪年理解为成王纪年更为合理􀃊􀁋􀁕。觉公

簋铭文中的纪年为二十八年，这表明周成王的

王年应不会少于二十八年。

觉公簋铸有二十二字的铭文，内容如下：

觉公作妻姚簋，遘于王命唐伯侯于晋，

唯王廿又八祀。 。（《铭图》4954）
唐是周成王之弟唐叔虞的封国，《史记·晋世家》

云：“武王崩，成王立……于是遂封叔虞于唐。

唐在河、汾之东，方百里，故曰唐叔虞。”［6］1635唐

伯应指唐叔虞，伯为爵称，如同柞伯簋的“柞

伯”（《铭图》5301）。柞伯簋是柞伯为周公作

器，类似邢侯簋的荣为周公作器，铭文中的邢

侯为周公之子。因此，柞伯亦应为周公之子。

被周成王分封到柞国的周公之子并非长子，所

以，柞伯之“伯”只能是爵称。同理，唐伯亦应

为爵称。“唐伯侯于晋”这一事件又见于晋公

盆，其铭云：

唯王正月初吉丁亥，晋公曰：我皇祖唐

公，［膺］受大命，左右武王，教□百蛮，广辟

四方，至于大廷，莫不事公。［王］命唐公，建

大盂鼎为周成王器考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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宅京师，□□晋邦……。（《铭图》6274）
铭文中的“唐公”即是觉公簋中的“唐伯”。唐

公即唐叔虞，铭文中说他辅佐周武王，开拓四

方；后又受王命，前往晋国建立都城。命令唐

公建都晋邦的“王”紧随“武王”之后，而又未称

“武王”，显然是指周成王。从开疆扩土到前往

晋邦都是唐公一人，由此可知觉公簋“王命唐

伯侯于晋”的唐伯即唐叔虞，王应是周成王。

所以，觉公簋的年代应为周成王时期。

觉公簋为成王器亦可以通过其形制和纹饰

得到验证。觉公簋侈口方唇，高圈足，兽首半环

形耳，下有圆角长方形珥。颈部饰浮雕圆涡纹

间回首短夔纹，前后增饰浮雕虎头，虎头两侧有

立刀形纹，腹饰直棱纹，圈足饰夔龙纹，均无地

纹。与觉公簋形制和纹饰相近且可明确断代的

青铜簋有 簋、沫司土疑簋、伯懋父簋。与觉公

簋相比， 簋束颈，圈足饰四瓣花纹间圆涡纹。

其铭文“唯王廿祀 日，遘于妣戊武乙奭”（《铭

图》5140），说明该受赐日正值商王室以“ 祭”

祭武乙配偶妣戊之日，可知 簋为商末的铜

器。沫司土疑簋相较觉公簋，耳上有兽首翘鼻

耸角，颈上和圈足主要饰圆涡纹间四瓣花纹。

其铭文“王来伐商邑，诞令康侯鄙于卫”（《铭图》

5020），伐商的先有武王，后有成王，因此，沫司土

疑簋的年代不晚于成王早期。伯懋父簋与觉公

簋相比，双耳下为钩状垂珥，圈足饰带状兽面纹，

伯懋父又见于小臣宅簋诸器，为周成王时人􀃊􀁋􀁖，

伯懋父簋的年代应为成王时期。因此，与觉公

簋形制相近且腹部饰有直棱纹的这类青铜器的

年代主要在商末至周成王时期。至于康王在位

年数，《太平御览》卷八十五引《帝王世纪》云：

“王在位二十六年，崩。”［10］《今本竹书纪年》亦

云：“二十六年秋九月己未，王陟。”［2］243也就是说

康王在位二十六年，这个年数显然无法容纳觉

公簋的“廿又八祀”。因此，根据铭文、形制和纹

饰等因素，觉公簋的“王廿又八祀”只能是周成

王二十八年。这表明周成王在位时间不会少于

二十八年，大盂鼎的“廿又三祀”和小盂鼎的“廿

又五祀”均可容纳于其中。如果按照陈久金将

成王与康王的总年数推定为四十七年的意见，

其中成王在位三十二年，康王在位十五年􀃊􀁋􀁗，那

么，大盂鼎与小盂鼎只能置于成王时。

结 语

徐同柏等学者最早提出了大盂鼎为周成王

时所作的观点，他们主要通过对大盂鼎文意的

分析推理，特别是将大盂鼎与《尚书·酒诰》进

行对比，发现两者关于节制饮酒的政策高度契

合，反映了西周初年的时代特点，通过《尚书·
酒诰》的年代将大盂鼎推定为周成王时所作。

他们所运用的方法无疑是正确的，只是方法太

过单一，没有提出更多有力的证据。

大盂鼎为周康王时所作的观点由郭沫若最

早提出。当时，他正在构建两周金文辞的断代

体系。在这一过程中，他创造性地提出了青铜

器断代的“标准器断代法”。这一断代法首先

要确定标准器，所谓标准器就是可通过铭文内

容或新旧史料合证而明确年代的青铜器。标

准器确定后，便能以之为中心，通过人物、事

件、文字、文辞、形制、纹饰等因素推证它器，从

而得到一个时代青铜器之大致系统。在讲述

如何通过铭文确定标准器时，郭沫若特地举天

亡簋、小盂鼎的断代为例。小盂鼎的断代依据

的就是“用牲啻（禘）周王、□王、成王”这句释

文，禘祭既然终于成王，小盂鼎即为康王时器􀃊􀁋􀁘。

由于大家对这条释文坚信不疑，小盂鼎及大盂

鼎为康王器几乎成了学界的定论。

郭沫若最初对小盂鼎的断代并未见到拓

本，而是依据吴式芬《捃古录金文》制作的摹

本，该摹本将这条禘祭铭文的倒数第二字误摹

成了“成”字，与最后一字组成“成王”，郭沫若

据此便将小盂鼎断在康王时。尽管他后来见

到了拓本，但似乎并未对吴式芬摹为“成”的这

个字起疑，仍坚持了原先的断代意见。所幸我

们凭借仔细审核较清晰拓本原摹为“成”的那

个字，发现“武”字残笔，其所从之“止”清晰可

辨。小盂鼎这条禘祭铭文终于“武王”，而非

“成王”。显然，小盂鼎应是作于周成王时，同

一作器人的大盂鼎当然也应断在成王时。除

了小盂鼎的这条禘祭铭文，大盂鼎的形制和纹

饰属于成王时期，其主要人物盂和荣是成王时

的重臣，其节制饮酒的政策与周初文献《酒诰》

接近，其纪年以纳入成王世较为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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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盂鼎成王纪年的复原将有力推动西

周王年的研究。过去由于将大、小盂鼎误置于

康王时期，致使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周成王的王

年定得略短。现在大、小盂鼎的纪年分别回到

成王二十三年和二十五年，再加上新出觉公簋

出现成王二十八年的纪年，表明在成康积年不

变的情况下，周成王的王年应在断代工程原二

十二年的基础上拉长，周康王的王年则要相应

地缩短。

大盂鼎及小盂鼎为成王器的考定，对西周

历史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西周初年，周王

朝主要的威胁来自殷商的残余势力和东夷。

待到平定三监之乱和获得东征的胜利后，西周

政权得到巩固。但随着周王朝分封的不断推

进以及戎族的南下，周王朝与戎族之间的矛盾

和冲突日益激化。过去由于将大盂鼎和小盂

鼎断在康王后期，于是学界认为西周王朝与北

方戎族的大规模军事冲突始见于康王后期。

现在看来，这一冲突的时间要提前到成王后

期。根据大盂鼎铭文，盂在成王二十三年被任

命辅佐周王掌管戎事，说明在成王后期，北方

戎族的侵扰已经成为周王朝的心腹大患。小

盂鼎记载了周成王二十五年，盂奉命两次征伐

鬼方，并大获全胜之事。其中第一次抓获鬼方

首领三人，杀敌四千八百一十二人，俘虏一万

三千零八十一人，俘车三十辆，俘牛三百五十

五头，俘羊三十八只，另俘马若干匹；第二次抓

获鬼方首领一人，杀敌二百三十七人，俘马一

百零四匹，另俘人和俘车若干。从盂对鬼方作

战所取得的战果来看，战争规模之大为西周金

文所仅见。关于鬼方的地望，王玉哲认为，殷

周两代的鬼方，应在山西南部􀃊􀁋􀁙。陈梦家认为，

殷代鬼方或在太行山以西的晋南地区，到了西

周或已在陕西境内􀃊􀁋􀁚。西周王朝与鬼方作战的

同时，发生在河北南部邢国对戎族的战争，也

证实了成王后期与北方戎族之间的激烈冲

突。邢国在今河北邢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

与早期邢国相关的部分铜器铭文，对邢国与戎

族之间的战争有较详细的记载。麦鼎、麦盉均

为邢侯的史官作册麦所作，时代稍晚于麦尊，

但仍在成王末年。作册麦在二器铭文中阐述

作器意图，均有“用从邢侯征事”（《铭图》2323、

14785）一语，可以看出邢侯与戎族之间的战事

是非常频繁的。1978 年出土于河北元氏县西

张村西周墓葬的臣谏簋讲述了邢侯与戎族的

一次战役。臣谏簋与邢侯簋的形制和纹饰非

常接近，内容都与邢侯有关，二器均作于成王

后期，臣谏簋的年代略晚于邢侯簋。学界过去

对于臣谏簋所载邢侯对戎的战役重视不够，主

要是对发生在成王后期西周王朝与北方戎族

之间冲突的这段历史缺乏足够的认识。现在

将大盂鼎、小盂鼎以及臣谏簋等器合观，则可

再现周成王后期与北方戎族军事冲突的这段

隐秘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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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tudy on Dayu Ding: The Bronze Vessel from the Period of King Cheng of Zhou

Liu Yifeng

Abstract: Dayu Ding is actually a bronze vessel from the period of King Cheng of Zhou. An error by Wu Shifen,
who mistranscribed the second-to-last character in the inscription on the Di sacrifice on the Xiaoyu Ding as“Cheng”
（成）, led Guo Moruo to incorrectly attribute both the Dayu and Xiaoyu Dings to the period of King Kang. This has
since become a widely accepted viewpoint. The character“Cheng”（成） mistakenly transcribed by Wu Shifen actually
should be“Wu”（武）. The Di sacrifice culminated in King Wu, so Dayu and Xiaoyu Ding should be dated to the
period of King Cheng. The classification of Dayu Ding as a vessel from King Cheng’s time is further supported by its
shape, decorative patterns, main characters, thematic connections, and the known regnal years of King Cheng of Zhou.
Its shape and decorative patterns belong to the period of King Cheng. The main figures, Yu and Rong, were important
ministers of King Cheng. Its policy of restricting alcohol consumption aligns closely with the early Zhou Dynasty
document Jiu Gao. Thus, attributing the Dayu Ding to the period of King Cheng is well-founded. This correct dating of
Dayu and Xiaoyu Dings illuminates the magnificent historical landscape in the later period of King Cheng, marked by
his fight against the northern Rong tribes and significant military victories. It also has significan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future historical and traditional cultural education.

Key words:Dayu Ding；Xiaoyu Ding；Duke Nan；Jiu Gao；Gui 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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